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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藏财政与宋代军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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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在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下，执政者将御外作为基本国策，支付大量军费，以维持相对的和平环境，军

事政治遂成为宋代帝王及朝廷的执政方向。在这种政治方向下，内藏财政的强储备，以及制度性的军费支出，暗

含着军事政治的价值取向，财利流失便成为内藏财政频繁支助军需的负面现象。以军事财政作为角色定位的内藏

财政，其亏空关系到宋朝的政治稳定，其财力下行但积极支助计司，财利常常让位给军需这样的军事财政主体方。

建立在宋代军事政治语境下的内藏财政，遂成为宋代军事财政的重要支柱，其财政角色更多地沾染了政治的风采，

其兴衰起伏隐喻了国是政策的变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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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内藏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支助军需，这种取决

于时代性历史际遇的财政职能，不仅赋予内藏财政作

为国家后备财政的外向光彩，并且内藏财政借此也影

响到宋代货币经济的发展。内藏财政与军事财政的不

谋而合，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军事政治思维的主流

方向。宋朝政府面对外患侵扰，被迫积极应对边储所

需，国家财政的主体方向也围绕着军费展开，内藏财

政的军事财政角色显得异常突出。当军需急剧膨胀而

货币生产量减少时，政府印制楮币用于支付各种货币

需求；当入中商人“虚估”“加抬”粮草价格时，财利

流失于商人周转粮草的路上，从而使得中央财库出现

货币窘境。内藏财政积极应对军需与其所处的财政困

境不无关系，这一切又都与宋朝的军事政治脱不了干

系。此前有关宋代内藏财政支助军需及其对中央财权

分割的研究已颇为丰富[1−9]，但对军事政治语境下宋代

内藏财政的角色定位及其遭遇的财政困境研究并   

不够深入。内藏财政的主要职能实为透析宋代军    

事政治语境下国家货币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笔者即借

此探讨内藏财政与宋代军事政治的关系，从而窥见宋

代军事财政的特殊面相。所论不当之处，敬请专家   

指正。 

 

一、守内或御外：主流语境下军事 
财政的优先化 

 

南宋嘉定十一年十二月五日，臣僚言： 

……昔我祖宗之世，内帑所积，凡实边备、供军

储、赈水旱，皆于此乎出；三司有阙，则于内藏库假

贷。故自淳化至景德，每岁多至三百万，少亦不下百

万。天禧间，四年之内，三司所借钱、绢九百十七万；

康定元年九月，出内库钱、绢百万助经费，十二月复

出内库绢百万助边费。此犹曰全盛之时，未易言也。

中兴驻跸吴会，亦且出内帑以佐调度，以犒戍兵，以

济水旱。虽逆亮叛盟，师兴财费，而无横敛暴赋及民

者，以素有储积也。[10](7144) 

这一席话基本描述了此前内藏库钱物的主要用

途，同时也透露出南宋宁宗朝仍在坚持内藏库的祖训

宗约。宋代内藏财政的主要支出是用于军事、赈灾。

通过以上引文我们也发现，宋代内藏财政的主要支出

中绝大多数用于军费开支，所谓“佐调度”“犒戍兵”

“济水旱”中的前两项内容都是军费开支。此前中外

学者都曾论证过宋代财政实为军事财政的观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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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赘述。需要弄清楚的是，内藏财政与军事财政的

关系，以及内藏财政的军费支出在宋代主流语境下彰

显着什么样的特征，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 

据苏辙笔记载： 

元祐初，苗、役既罢，宽剩钱所在山积，诸公擘

画计纲，般入京师，特置元丰库收管，以应副陕西粮

草。……此库时隶尚书，予为右丞，有三老吏稍谙事，

呼问之曰：“末盐钱其源无穷，然办河北军粮，所余无

几矣，所以应副陕西者，赖苗、役封桩钱耳。此钱今

虽尚多，然十年后般运告竭，奈陕西何。”二吏曰：“未

尝议及此，请徐思之。”久之，乃告曰：“此钱用尽，

则无继矣。然陕西粮草，旧三司亦不能供，盖恃内藏

库时有拨赐耳。”予曰：“我所闻正如此。”乃与微仲议

之，微仲愕然，盖初不虑此也。予曰：“内藏不拨赐久

矣，绸绢丝绵至积久损烂，出卖每匹二三百者，由此

故也。若今不讲，后难复矣。”微仲以元丰蓄聚为己功，

不乐予说，然无以相拒，乃因陕西阙乏，乞拨一百万

贯，朝廷应副其半。及宣仁山陵事起，旧例内藏拨    

二百万贯。微仲曰：“不必请之内藏，只元丰可了。”    

予曰：“虽然，不若循例，而爱惜元丰。”不得已见    

从。[11](48) 

陕西岁铸钱，折二钱二百万贯，用本一百万贯。

铁贱铜贵，而与铜钱并行，又重而难徙。由此陕西币

轻物重，商贩沿边者回，无以为货，非换盐钞，则负

铜钱以出，故铜钱日少，铁钱日多。官吏卒伍月得料

钱，每一千当六百而已。而入中边粮，及贩卖丝绢者，

率要重价。……议者言陕西旧不铸钱，而内藏库岁以

绸丝赐陕西漕，西边苦寒，得之易售，而今皆不行，

故陕西尤困。元祐七年，刘忱、张景先以漕事同至京

师，见予于东府。予问之曰：“闻铁钱甚为漕司之患，

今欲罢铸一百万贯，漕司既收铸本五十万贯矣，其余

五十万贯，以内藏绸丝绵止据元价折充，漕司自以人

般运于边郡，依时价出卖，以收军粮，于君便否？”

景先起谢曰：“本司之幸也。”忱观望而不答。然竟议

不合而止。[11](49) 

苏辙所谓“陕西粮草，旧三司亦不能供，盖恃内

藏库时有拨赐耳”，谈到了内藏钱物支援军费的实际情

况。“内藏库岁以绸丝赐陕西漕”，实际上对平衡陕西

丝绢物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元祐中为解决陕西铁

钱灾患，需要内藏丝绢来帮助漕司渡过危机。这里要

清楚的是，“以内藏绸丝绵止据元价折充”，只是为了

解决军粮问题。由此可见，即使元丰改制时设立了元

丰库，但内藏作为军事财政的角色仍然十分重要。尤

其在北宋时期，宋辽、宋夏关系紧张，军需问题是国

家财政的核心问题，作为国家财政储备的内藏库，其

军事财政职能表现得尤为突出。冀小斌先生曾提到，

内藏收支平衡的状况，是在内藏补助三司时才能达到

的，并且在王安石变法以前，内藏补助陕西军费已形

成惯例，而新法后此例因为久不援引，才渐被遗忘[12]。

这便是苏辙谈到的问题，也说明内藏的军费开支并非

直接由内藏拨付给前线。有学者曾认为，内藏钱物主

要是国家财政预备金，用途是赏赐、计司预备经费、

慈善事业经费[13]。这种认识与北宋时期内藏支出的实

际情况不符。事实上，内藏钱物用于军费开支的比例

非常之重①，所谓支援计司的钱物，大多数也是间接用

于三边军费开支。因为内藏财政系统并没有实际的钱

物下放机关，主要是依托计司的管理来实现其作为国

家财政的面相。日本学者也曾指出，宋初茶的专卖制

度主要是为了解决宋夏军需问题，茶专卖实际上服务

于军需粮草的调配，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14]。

北宋的茶盐专卖制度是依托商人周转货物来完成边境

军需粮草调配的，在这一过程中，内藏财政的角色也

时有出现。 

在宋人看来，内藏财政支出的用途必须遵循祖宗

家法的规约。宋太祖曾以“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

不可临事厚敛于人”，作为设置封桩库的初衷，这种家

法性质的祖训基本在两宋得以继承。不过，宋代面临

的主要财政危机并不是关于自然灾祸的，而是中外军

事压力带来的财政困境。宋太祖曾谓近臣曰：“石晋苟

利于己，割幽燕郡县以赂契丹，使一方之民独限外境，

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百万，当议遣使谋于

彼国，土地民庶倘肯归之于我，则此之金帛悉令赍往，

以为赎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

取，以决胜负耳。”[15]这样的认识充分表明了宋太祖

设立封桩库的主要想法，这一想法也确实在宋朝中外

关系上得以印证。南宋建炎年间，宋高宗即云：“祖宗

积储内帑，本以备边陲缓急之用。”[16](710)宋孝宗亦云：

“祖宗勤俭，方全盛时，财赋亦自不足，至变更盐法，

侵及富商。朕二税之外，未尝一毫妄取，亦无一毫    

妄费，所以帑藏不至空虚，缓急不取之民，非小补  

也。”[17]由此可知，在祖宗家法规约中，宋代内藏财

政的主要支出方向应该是军需。南渡之后，宋廷将御

前桩管激赏库拨归左藏，取名为左藏南库，孝宗又专

置左藏封桩库。但左藏南库“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

直隶版曹为经费”[18](382)，左藏封桩库则“非奉亲非军

需不支”[18](383)，并常常在内藏不足时借用封桩库或左

藏南库钱物来补充。这多半是因为朝廷名义上主管的

封桩库和左藏南库的职能与内藏库部分重合的缘故。

比如，淳熙十四年八月辛巳，周必大上奏户部申明山

陵支费钱物。宋孝宗说：“已令内藏库桩办，本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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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无用处。”周必大却说：“不足，则封桩库当贴    

支。”[19] 

至少来说，内藏财政支出应该优先用于军需，内

藏作为军事财政的角色便不言而喻。 

 

二、强储备与内藏财政的军需 
调节机制 

 

一如前文所言，内藏财政支助军需受祖宗家法的

先期规约，加之其作为天子私财的性质，常常使得内

藏库的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凸显出强储备的特征。有学

者曾提出，宋代财政上的内藏体制以及强储备政策的

实质，是皇帝直接掌握左右财政的权力，这种对于金

银和铜钱的强制性储备政策是以加剧钱荒、阻碍商品

经济的正常发展为代价的[20]。内藏的强储备在货币流

通领域加剧了钱荒，显然体现出它的负面性，但内藏

库的强储备性在应对突发性国家军事危机方面还是有

着极高效率的。内藏库的强储备性更多体现在军事财

政领域，这实际与宋人的军事政治意识并行不悖。 

就应对突发性财政危机来说，内藏钱物的支出是

解决此类国家财政问题的关键，突发性财政危机包括

战时军需、灾害赈济。内藏财政最初的职能即是应对

非常时期的国家财政需求。事实上，内藏财政要应对

这些财政问题并非简单的事情。我们知道内藏的财政

职能和其财力密切相关，要应对突如其来的财政支出，

必须蓄积大量钱物。而这是否就是造成国家财政缺口

的主要原因呢？现有关于宋代钱物封桩的文献记载中

并无内藏储备钱物造成计司财库储备不足的直接证

据，但这并不能遮蔽内藏分割国家财政收入的事实。

那么，若没有内藏囤积大量国家钱物，是否计司就有

能力应对突发性财政危机呢？宋儒对“积贫积弱”的

忧虑，业已表明宋代财政问题并不能归因于国家财政

收入如何被分割，而是缘于“三冗”等财政高支出，

这显然与内藏财政关系并不大。弄清了这些问题，基

本弄清楚了内藏财政与应对国家财政急需之间的关联

性。有学者曾指出，宋代皇帝即为官家，借助“小金

库”干预国家财政运行以保障权力稳定[21]。又如某学

者认为，北宋君臣一直追逐府库充盈，集天下缗钱于

京师，但货币不等于国家财富，终究解决不了国用不

足的问题[22]。这两种看似相反的认识基本上点明了，

宋代皇帝及政府囤积钱物以解决财政急需来维护政权

稳定的想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并付诸了具体的实践，

内藏财政的运作即为此实践。 

宋代内藏库设立伊始，便被赋予国家财政角色，

“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军旅”

“饥馑”都是传统帝国社会难以预料的国家事件，尤

其在军事力量薄弱的宋代，内忧外患一直困扰着宋朝

政府，财政窘迫的现象时有发生，三司在面对突如其

来的财政危机时难免捉襟见肘，封桩专项基金应对这

些危机显然合乎时宜。另外，宋代内藏库是在天子私

权下保证钱物入桩，运作模式也可折射出其依托私权

来实现收入的稳定性，支给外朝钱物来实现对公权的

侵夺。内藏财政的国家财政角色是建立在内藏财政  

强储备的特征之下，以至于几经改革仍未改变内藏库

对新铸币的控制权。自太宗末到真宗初年，每年内藏

库都支出钱物给三司，少则百万缗，多则三五百万   

缗[10](7141)。仁宗时内藏库干脆送给左藏库六十万缗铜

钱的年退钱 ，并且每年定额供助三司经费银帛近三百

万缗[23](3895)。神宗时王安石将缴纳的内藏金银放进左  

藏库，令左藏库逐年支出黄金三百两，银五十万两上

供[10](7154)。原来直接属于内藏库收入的新铸货币，也

被扣除支出后以十一万六千余缗的定额交纳内藏   

库[1](43)。这种制度化的支出模式一旦形成，足见天子

私财变相为国家公财的成功，但仍需注意的是，内藏

收入的私权化才是侵夺计司财权的根本。北宋中期，

长江中游的江、池、饶及福建的建州四监新铸铜钱一

百六十万缗中，规定一百五十万缗交纳内藏库[10](6214)。

宋徽宗政和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内藏库曾上言：“近年

以来，钱宝数少，欲乞除河北、川路匹帛并进奉绢依

旧起发外，其余路分州军合起年额绸绢，自政和二年

为始，权行折变见钱起发，赴库桩管，专一应奉取  

索。”[10](3721)在私财之下，内藏库赋入似乎还可以超出

定额之外。南宋时，定额输入内藏库的新铸铜钱逐步

减少，但金银的坑冶收入及上供原则上仍交纳内藏库。

据梅原郁考证，上供钱物、香药、榷货务入中金银见

钱、坊场正名钱等物资都要输入内藏库，据保守估计，

每年内藏库至少有百万储蓄[23](45−47)。实际上，除了名

目清楚的赋入内容之外，计司臣僚以羡余钱物入纳内

藏库求得升迁，也是天子私权影响内藏赋入的充分表

现。朱熹曾撰写南宋人张维为官正直，“执政数语公以

酒羡课献内帑，公笑而不答”[24]。很显然，宋代内藏

库的收入在皇帝私权影响下数量巨大，也正因内藏库

具有这种特殊的金融职能，才使得它积累了大量国家

财富，从而具有应对国家军需的能力。 

翻阅文献记载不难发现，困扰整个宋代的首要国

家问题即为中外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宋朝政府与辽、

夏、金签订近乎屈辱的和约也不过是逃避财政压力的

被迫之举。可见，宋朝政府最为头疼的就是突发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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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需求。但计司主管的左藏财库在负责官员俸禄、兵

员经费及赏赐时已颇有压力，要解决军费问题，就必

须设置专项经费，内藏财政即是这类专项经费的主要

来源。至于宋代内藏财政支出的军费到底有多少，此

前研究内藏库的专家也都有论及。比如，梅原郁先生

曾指出，当战争达到巅峰时，在军费中占有很大比例

的粮食，是由商贾自江南沿边调节，而在国都开封领

取补偿，据说支付他们的银、绢等，竟多达一千万贯

以上，而其中多数由内藏负担[1](42)。这里提到内藏支

给商贾周转粮草本钱是内藏支助军需的主要手段，除

此之外，内藏还支付大量钱物给诸路转运司或常平仓

用于和籴军储。无论是作为常平籴本，还是用于兑换

商人周转粮草换来的要劵，内藏钱物支出都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因为军需之处多为北方沿边诸路，连年

战争带来局势不稳影响到粮食收成，加之连续市籴，

附近州军的粮草价格也会猛涨。并且沿边诸路还缺乏

现钱，现钱法推行之后，虽然刺激了商人周转粮草解

决军储的热情，但高额的现钱支付只有内藏能够承担。

这些情况在宋代不同时期的表现有所差异，内藏也有

亏空无力支助军需的时候，但内藏在平衡军事财政方

面不能或缺，且极为重要。 

此外，内藏财政在国家市场调节及商业管理事务

中也凸显出高效的职能。这里需要弄清楚的是，内藏

的高效调节作用都有什么特征？有学者曾提到，宋朝

政府及其国有商业资本首先追求的是盈利，但政府毕

竟不是资本家，国有商业资本毕竟不同于私人商业资

本，它会发挥一定的公共权力职能，也会通过常平仓、

平止仓、市易务等机构及其国有商业资本发挥一些调

节市场、平抑物价的社会职能[25]。这里所谓的国有商

业资本显然应该包括内藏财政。宋代内藏财政也确实

对诸路常平仓及市易务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从而

间接地调节了市场物价。据宋代文献记载，内藏有时

会提供钱物给某路常平仓用于平籴或市籴军储，并且

经常贷出资金用作市易务本钱，然后坐收息钱。这些

财政支出有些暗含内藏潜在的收入途径，有些又是内

藏本身财政职能所及之事，总归对商业具有一定的调

节作用。除此之外，内藏在宋代粜籴贸易中还具有银

行汇兑这样的财政职能。宋代商人周转粮草获得收益

是粜籴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官私商业交换模式，但政府

之所以鼓动商人周转粮草，主要是为了解决沿边地区

缺乏现钱补偿商人长途跋涉运输物品之劳苦，内藏既

储备大量现钱又兼有支助军需的职能，理所当然要承

担补偿商人的工作。内藏财政在商人周转粮草后兑换

商人手中的要劵，以及直接支助地方钱物叫停商人周

转军粮②，都是内藏在军粮贸易中的财政行为，都对这

类商品流通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可以真正

解决边储之不足，抛开宋朝临时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因

素③不论，宋代内藏财政在商业贸易中的高效调节机制

应该得到肯定。这种高效的军需调节机制在应对军事

危机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如若将其放在军事政

治语境下来审视，我们又会发现无节制的、高效率的

调节军需，实际上造成了中央财利流失等诸多负面  

问题。 

 

三、何以御外？——军事政治语境 
下财利的流失 

 

既然内藏财政支出以军费支出为主要内容，宋朝

政府也将军事财政视为宋代财政的头等大事，地方军

费便成了宋廷不遗余力支出的对象。为筹备军费开支，

内藏财政尽管不能直接作用于国家财政，但其支助地

方军费的财政行为，却间接刺激了货币经济的膨胀。

地方军需诱发国家财力的转移，主要体现在内藏财权

集中的情况下国家财力的上行与下行，首先表现在以

内藏库为中心的中央财利的流失上。 

宋代国家财政的诸多举措都是为了解决军需问

题。北宋实行的三税法、四税法，此后改行的见钱法，

以及南宋“和买”制度的赋税化，均与地方军需周转

相关。地方军需开支的扩大，造成物价膨胀。这在北

宋时已是重大的财政问题，更与内藏财政有关。李   

心传曾云：“仁宗后，西北事起，大率多取给于内   

藏。”[18](384)这主要是因为军需开支扩大后，宋代朝臣

曾建议商人周转粮草时尝试三税法、四税法，乃至后

来的见钱法，但效果都不明显，相继成为朝臣们的诟

病之法④。事实上，有关粮草周转的税法及钱法，一定

程度上有助于物资流通，但却萌生了许多新问题。地

方物价上涨，多半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物资被虚估或

加抬价格，货币在流转过程中一路贬值，朝臣批评之

声因此不绝于耳。庆历三年，范仲淹曾上奏云：“臣   

窃见陕西数年以来，……一路食物草料，时常踊   

贵。”[26](551)庆历四年，欧阳修上奏云：“自兵兴数年，

粮草之价，数倍踊贵。”[27]《宋史》亦载：庆历四年

二月，“并边务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
[28]。早在康定元年，范仲淹就说：“臣窃见兵兴以

来，……(军需品)物价十倍。”[26](500)这其中，物价上

涨与应付军需粜籴粮草存在深层关系。宋代商人参与

和籴的主要目的是谋求暴利，贱籴贵粜使得粮商哄抬

粮价，导致国家财利流失。在入中军用物资价格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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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货币不断贬值。庆历元年，陕西铜钱不足，

陕西都转运使范雍兼领漕事，请铸大钱，与小钱兼行，

大钱一当小钱十。同年九月，河东晋州积铁铸小钱，

晋、泽二州亦铸大钱，亦以一当十，助关中军费。此

后，三司奏罢河东铸铁钱，朝廷又让江南铸大铜钱，

又铸铁钱，移用至关中，数州大小钱杂用。“大约小铜

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

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26](500)有学者即指出，宋

政府采取的这种货币贬值政策，使得人们看见销毁小

铜钱来改铸大铜钱可获巨额利润，“遂多私铸”，私铸

既多，钱值大跌，物价必然上涨。宋政府实行战时货

币政策的结果，导致物价向上波动，百姓贫困，更加

加深了社会的矛盾[29]。单从政府应对物价上涨的角度

来看，货币政策似乎也成为物价攀升的推手，但物价

上涨的根本原因是物资的流转环节出现了问题。这又

回到了商人虚估和加抬周转粮草价格的问题上。 

宋代文献曾记载仁宗时入中商人“虚估”之害： 

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商人入中刍

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

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税。而塞下急于

兵食，欲广储峙，不受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

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

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

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

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

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

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

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23]( 2313−2314) 

所谓“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即指明虚估的目的

是虚高实物价值来谋获现钱实利。这当然是宋代政府

比较头疼的事，后来推行的现钱法即是解决虚估问题

的被迫之举。商人虚估的直接影响是中央储备受到影

响，内藏库支付现钱的压力不断增大，以至于现钱法

最终不了了之。文献曾记载宋仁宗皇祐二年商人虚估

物价之弊： 

及庆历二年，三司又请如康定元年法，募人入中。

乃诏入中陕西、河东者，持券至京师，偿以钱及金帛

各半之；不愿受金帛者，予香药茶盐，惟其所欲。而

东南盐利特厚，商旅不复受金帛，皆愿得盐。至八年，

河北行四税法，盐居其一，而并边刍粟皆有虚估，腾

跃至数倍。券至京师，反为畜贾所抑，盐八百斤旧售

钱十万，至是止六万。商人以贱估受券取盐，不复入

钱京师，帑藏益乏。[23](4032) 

此前笔者已经讨论过，内藏财政在宋仁宗时主要

以支出为主[30]。宋仁宗朝为应付西北戍边曾推行商人

周转粮草这样的军需调配手段，来解决三边军需问题，

内藏库为了支出现钱给商人，最终却使得内藏亏空。

至于“加抬”，庆历七年张方平曾上奏： 

本道财赋支赡不足，募商人入中粮草，度支给还

钱帛，加抬则例价率三倍，茶盐矾缘此法贱，货利流

散，弊悉归官。……即日外州府库搜刬亡余，不知内

藏蓄积几何，可供今后支拨？天下山泽之利，茶盐酒

税诸色课入，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有增剩，可谓无

遗利也。若据国家天下之广，岁入之数，自古无此之

多者。然有司调度，交见匮乏，直以支费数广，不量

入以为出所致尔。[23](3895−3896) 

三边军需危机时，每斗增数倍或数十倍，这就是

虚估；虚估之外所给茶引价在虚估基础上再溢价一定

幅度，这就是加抬。张方平所谓“加抬则例价率三倍”，

直接道出商人周转粮草谋取暴利给财政造成的压力，

三司钱物不足以偿付商人，内藏库势必拨付大量现钱

来支助三司，必然导致中央财政的危机。所以有朝臣

会疑虑：“不知内藏蓄积几何，可供今后支拨？”有学

者也指出，战时体制的经费经常不足，边防费用支出

是政府最大的财政支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粮草

价格的加抬，致使通货膨胀发生，国库支出便加倍增   

大[31]。王安石变法即是为了解决军需问题，同时也是

为了解决中央财库储备问题，内藏库赋入现钱的固定

模式也得以改变，以国库现钱维持国家财政，基本在

北宋中后期没有面临太大问题。南渡之后，南宋面临

的财利流失同样与地方军需有关，这一时期的财利流

失主要体现在国库现钱储备减少与楮币盛行的货币窘

境上。据南宋学者李心传记载： 

始赵应祥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钱请引，井户但如

额煮盐，赴官输土产税而已。然咸脤盈缩不常，久之，

井户月额不敷，则官但以虚钞付之，而收其算，引法

由是坏。井户既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量以予之，每

担有增至六十斤者。……而引息土产之输无所从出，

由是刎缢相寻，公私皆病。[18](299−300) 

建炎二年，宋高宗擢赵开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

绍兴二年赵开更立榷法，应该是仿效政和年间蔡京所

创钞盐法，所实行引法缘于军需，但四川钱引并未收

效良好，最终导致“公私皆病”[18](299)。赵开实行的钞

盐法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南宋为应对军需而大量印制

钞引导致钞引法大坏。北宋四川地区的钱引法主要是

为了解决交引带来的问题，南宋政府发行楮币本来为

解决现钱不足的问题及应付军需，同样遇到钞引法面

临的财政问题。事实上，南宋楮币问题并不仅仅是国

家财利流失的问题，而是军事财政下货币经济恶性循

环背后国家财力的流转问题。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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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仍需从内藏财政视角深入挖掘相关文献。 

 

四、角色困境：内藏财政支出的 
政治化理路 

 

纵观宋代内藏财政的发展变化，实与宋朝政府内

忧外患境遇下的制度变革息息相关。两宋与周边少数

民族政权的交流与碰撞，常常导致国家财政领域产生

危机感。这种财政危机感更多影响到宋朝政府对国是

政策的建构或解释，军事政治作为长远的国是政策由

此产生。北宋中后期，宋朝政府主要面临的军事问题

是三边防范产生的军需问题，宋真宗、宋仁宗两朝持

续的军需支出造成国库亏空，内藏财政的军事意义愈

发突出。王安石熙丰改制解决了内藏库制度化赋入问

题，也旨在解决军需问题。我们通常把这些财政面相

归结为军事财政特征。事实上，宋代朝臣们不厌其烦

地讨论内藏财政的赋入问题，更多涉及的是政治意识

上的问题，因为这关乎国家安危。透过宋代朝臣士大

夫奏章里流露出的内藏财政危机感，我们获悉宋人面

临的财政问题不是为了丰盈国库，而仅仅是忧虑内藏

库亏空与否。 

袁燮《论扶纪纲以充内帑疏》云： 

臣闻《易》之《系》曰：“何以聚人？曰财。”盖

财者人之命脉也，茍惟不足，则无以相生相养，而遂

至于离散，此岂小故哉？今之蠹财者固非一端，臣不

暇枚举，姑以其至切者为陛下言之。闻诸道路，内帑

之储，枵然蔑有。财之所当用者，多以乏告；俸之所

当得者，不以时给。富有四海，供亿至厚，一月之间，

所供者几何，所费者几何，具载于籍，历历可考，初

非难知也。而空乏如是，岂不殆哉。……故大宰均节

财用，中外一体，而内宰亦会内宫之财用。虽极于崇

贵，而不得自如，此所谓至公也。为今之计，亦宜付

之外廷，窒其渗漏，督其逋欠，敢不如式，必罚无赦，

则内帑之积，立见其有余矣。昔艺祖皇帝愤北虏之强，

府库储蓄，不可胜计，尝谓：“胡人之首，可尽以绢易

之。”神宗用兵，始于西陲，遂欲收复燕、蓟，尤致意

于储蓄。尝亲制御诗，以一字为一库，多可知矣。孝

宗志在恢复，二十八年之间，帑藏盈溢。[32]( 3560−3561) 

盛章《乞令外廷检核内帑奏》云： 

祖宗之世，内藏所积，或至三千库。三司有阙，

于此假贷。陛下躬行节俭，而内帑空乏。诸州合解之

数，以嘱托而侵亏；主纳之司，以肆欺而侵盗。先朝

修内史文历，令赴比部驱磨。元祐间御史上官均请复

旧制，令户部太府并主行内藏，检察出纳。今士大夫

顾忌无敢言者，不过以左右近习恶闻是说，愿陛下参

酌成宪，令外廷检核内帑。[33] 

李鸣复《理内之道当以节财为急疏》云： 

自边帅以兴兵误国而帑藏尽空，府库皆竭，其车

载舟运以备犒赏，卒之弃置道路，卷归囊橐者不知几

千万亿也。今朝廷已令敛戍，则凿空架漏，以诱赚钱

物者，自宜一一屏绝。尚虑以新复州郡为辞，则亦更

当随宜裁制耳。此边费所当节一也。自故相以人力抗

天理，郁攸之后，轮奂鼎新，后戚王宫，争相夸尚，

以俭陋为耻，以豪华为荣，斤斧之声，至今未已。其

所剥削，皆国家元气，斯民膏血也。又祖宗置内藏库，

所以为军旅不测之用，似闻支用不节，赐予无度，阉

寺蠹之于内，缁黄耗之于外，若此等费，岂宜不甚顾

惜？此浮费所当节二也。[32](3566) 

以上三则史料都谈到节财问题，也都提到内藏库

钱物亏空是国之大事。通过我们对奏章成文时间的推

敲，三段奏章应该都写于宋金嘉定和议之后。嘉定二

年袁燮任江西常平提举时上《论扶纪纲以充内帑疏》，

嘉定十一年盛章任干办诸司审计司时上《乞令外廷检

核内帑奏》，而李鸣复的《理内之道当以节财为急疏》

是在理宗朝上书，此时宋朝政府经历了宋金和议到金

朝衰灭，以及端平年间的宋蒙对垒，财政不断恶化，

加之权相史弥远二十五年的擅权，国库储备不断告急。

袁燮所谓的财用观念是实现“内帑之积，立见其有余”，

旨在模仿孝宗的恢复之策，这在嘉定初年时不能不说

是一种美好的财政理想。盛章面对内藏亏空的现实问

题，提出“令外廷检核内帑”，旨在规避“主纳之司，

以肆欺而侵盗”，主要是嘉定和议日久，南宋在相对稳

定的外部环境下凸显出财用无措的现象。到了理宗朝，

财政状况更是不容乐观，时人王迈尤云：“广费兴于开

禧之初，积坏见于宝、绍之后。”[34]可见，李鸣复面

对的财政问题更加严峻，内藏钱物在边帅兴兵误国和

后宫挥霍无度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祸国殃民的大问题。

南宋嘉定和议之后，朝臣们的财政危机感里总是涉及

内藏亏空，他们上书要求节俭财用的目的是要解决承

平时期的内藏亏空问题，这其中当然也混杂了史弥远

擅权时的朝政混乱，以至于用度无节制的财政乱象。

宋理宗朝，宋蒙军事对峙加剧了财政问题的恶化，端

平收复三京失利后，“收楮之令，帑金尽耗”[35]，内

藏亏空继续与军费开支紧密相关。一方面，我们看到

军需几乎耗尽内藏钱物，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明晰，

内藏财政与国家局势危机同在，它在宋蒙战争中扮演

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据《宋史》记载，宋蒙交战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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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需的主要来源是内藏库[36]。 

汪圣铎先生曾指出，在《宋史·理宗本纪》记载开

庆元年的五次内藏库开支中，除十一月乙卯一次外，

其余均支用内库财赋[37]。可见，宋理宗朝内藏财政在

战事危急关头的作用或贡献非常之大。朝臣士大夫谈

及财政危机时常注意内藏库的亏空问题，多半包括两

层涵义：一是谈论天子私财才能引起皇帝的足够重视，

二是内藏财政确实关系到国家存亡。由此可推知，内

藏财政与宋代军事政治存在紧密的关系。那么，如何

理解内藏财政在宋代军事政治视域中常常面临亏空的

财政困境呢？南宋理宗时期，史弥远擅权，宋蒙关系

恶化，短暂的财政改革并没有满足军费开支需求。有

学者曾指出，端平淳祐经济更化的关键问题是围绕固

本和聚财两个方面展开的，尽管在宋理宗的积极努力

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蒙古大军压境的背景下，不

仅省兵节费不可实行，反随战事危急往往增兵扩    

费[38]。事实上，不独南宋后期，北宋政府在应对三边

军需时也常常遭遇类似的财政困境。作为应非常之需

的内藏库，在支助军需过程中常常面临财政困境，这

是宋代财政问题的最直观表现。 

宋代内藏库不仅坐收坑冶余利，作为货币收藏管

理的金融中心，在秤提楮币时支助计司稳定纸币币值。

在宋代军事政治语境下，政府招引商人周转粮草解决

军需问题，商人却常常钻营谋利，诸多不确定的利益

驱使有时导致现钱不足，抑或钱引、楮币贬值。内藏

库掌管新铸币应该积极应对这些财政问题，但这些手

段在应对国家财政困境时，有时也会显得捉襟见肘。

尤其到了南宋，内藏库的财政职能被左藏南库、封桩

库分割，内藏坐收坑冶余利及管理新铸币的职能也随

着坑冶铸币量的急剧减少而大幅丧失，具有内藏性质

的封桩库尽管兼具了内藏的货币管理职能，却成为称

提楮币币值的主要财力来源。比如，乾道二年，因为

左司谏陈祐言会子之弊，“出内库及南库银一百万两收

之”[16](246)。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宋孝宗下诏：“左

藏南库给降会子二十五万贯，分下临安、平江、绍兴

府、明、秀州主管盐事，措置收买额外浮盐，报交引

库印钞，召客算请。将息钱赴封桩库别项桩管，以备

循环收换会子。”[10](6605)表面上，政府不断发行楮币的

目的是为了解决军费问题，内藏财政则不遗余力服务

于军事财政，但内藏财政在货币经济发展中表现出弱

势特征，和楮币币值一直不稳定不无关系。南宋初期

设置的封桩库本来是为了“奉亲”“军需”，其钱物封

桩应对缓急的财政职能基本是从内藏库中分割出来

的。封桩库掌管新楮币或金银，多半也兼着内藏库行

使天子私财的财政职能。淳熙年间，宋孝宗为供奉宋

高宗，不止一次下诏让封桩库支出银、会，送到内藏

库用于皇亲消费⑤。即使是内藏库日常犒军的职能，也

得益于封桩库的财政支持⑥。可见，封桩库在回笼钱物

及称提旧会子时，其财政职能几乎与内藏库相同，可

以说仍是内藏库在与楮币相关的国家财政问题中的财

政角色的延伸。有学者指出，南宋政府增印钱引和铸

造铁钱，以及截留上供钱物，对保证川、陕驻军的军

费开支发挥了重要作用[39]。军事政治意识在此时异常

突出。从货币财政视角已见内藏财政面临困境的原由，

事实上地方截留上供内藏钱物对南宋内藏财政影响颇

大。据宋代文献记载，“自军兴以来，蜀纲之应输内藏

及内东门司者，皆不至”[40](784)。绍兴六年九月, 南宋

朝廷再次批准四川都转运使李迨的请求, 将四川上供

内藏封桩等钱截留使用[40](1973)。可见，地方军需开支

与内藏财政赋入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更多指向

军事政治语境下内藏财力向地方的流转。有时，上供

内藏库钱物被截留，封桩库钱物还会被地方借拨。绍

熙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知信州石昼问上言乞于邻郡上

供米内截拨四万石用于军粮，从朝廷支借会子五万贯

用于军政所需，宋光宗只批准“封桩库借拨桩管会子

二万贯，丰熟逐旋补还”[10](8005)。此外，南宋地方设

置总领所以应对地方军需，“岁计系朝廷科拨州军上供

钱斛应副支遣，使郡守尽数拘桩，如期解发，不至有

误指准”[10](4032)。实际上，总领所常截拨上供或朝廷

钱物补贴地方军需，岁计不足则赋敛于民，政府便借

拨桩管钱物贴助总领所，以此减轻百姓税赋。绍兴二

十九年八月，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彭合上言：“赡军

之费宜有余，寄桩之数宜夙备。科拨钱粮，各有名色，

其数未尝无余；寄桩有库，以待阙乏，军须未尝无备。

历时之久，科拨之数诸路不及元额，而又买发银价最

高，支用折阅则岁计不足，不免暗借寄桩以纾目前之

急。累年如此，则夙备之数亏矣。”[10](4023)针对这个问

题，宋高宗曾下诏：“每岁截拨四川合赴行在经总制无

额钱三十万贯，贴助本所支遣。及于桩管御前激赏库

银内计价支拨五十万贯，赴本所桩管。”[10](4023)这里每

岁截拨赴行在的经总制无额钱即是上供钱物，实为挪

用内藏财赋，用于贴助总领所，以彻底解决财政问题。

除此之外，诸如总领所一样的地方财政机构为应对军

需，也时常得内藏财政贴助，这种贴助取决于皇帝是

否认同，更取决于军事政治语境的影响。比如，南宋

朝臣曾上言：“绍兴三十一年军兴后，增招兵马，溢额

数多，用度日广，别无科降，止是侵那库管桩积逐急

应副，今亦殆尽。……欲望照累政总领官体例，给     

降度牒五千道出卖，拘收价钱，庶几补助岁计支    

用。”[10](4026)开禧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有臣僚上言：“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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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司契勘见今荆襄、两淮应干营田去处所管官兵，

令主帅拣选强壮勇敢之人拨归元来军分，衮同差出军

前驱使。其犒军之类，令总领所于见今桩管钱内支破，

或截拨上供纲运支遣。”[10](7694)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对宋代内藏财政和军事政治如何

融通，抑或军事政治视域下宋代内藏财政的尺度及走

向，有了较为粗浅的了解。宋代内藏财政的军需支出

情况，是与宋朝政府面临外患的危机状况深度契合的。

宋代内忧外患境遇下军费开支的膨胀，加之皇帝笼络

诸军实现权力集中的主观政治诉求，使得内藏库支付

军需钱物成为一种近乎日常化的财政行为。内藏财政

这种制度性军费支出的财政行为，不仅折射出内藏财

政作为天子私财在赋入上凸显出强储备的特征，并且

暗含着宋代军事政治的价值取向，以及中央财力下行

时皇权意识的不断下行，国家权力的不断集中。此外，

内藏财政在御外这种主流军事财政语境下积极支助计

司，财利常常让位给军需这样的军事财政主体方，其

财力必然在应付军需的过程中逐步下移。宋代朝臣们

不厌其烦地讨论内藏财政的赋入问题，更多涉及的是

政治意识上的问题。他们在关心内藏库亏空的话题时，

一方面考虑到内藏库作为应对国家非常之需的财政面

相，实则凸显出内藏财政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又积

极建议内藏财政应对军需支出，在军事政治语境中给

内藏财政造成了一定压力。 

纵观宋代内藏财政所处的角色困境，我们发现，

宋代内藏财政支出是建立在军事政治的方向上，宋代

军事政治立足于内忧外患的时代境遇，以及宋代皇帝

对内部稳定的强烈向往。在这种政治语境下，地方军

事单位肆意索求军需的情况时有发生，国家军事财政

经费补给难免会遇到捉襟见肘的情形，宋代的军费管

理思想显然会将考量国家财力作为中心主线⑦，宋朝政

府也执著于应对军需扩大带来的财政压力。内藏财政

建立在宋代军事政治语境下，遂成为宋代军事财政的

重要支柱，其财政角色更多地沾染了政治的气息，其

兴衰起伏隐喻了国是政策的变奏。 

 

注释： 

 

① 据笔者考证，宋代内藏库直接支出给地方钱物，除了嘉祐元年

支给河北路转运司水灾赈贷款，熙宁四年支给河东、陕西路转

运司折斛钱，熙宁七年支给河北路转运司入中及封桩钱之外，

这些支给诸路的钱物大多用于市籴军储、军赏等军费开支。参

见董春林：《内藏财政与宋代财政流通》，《宋史研究论丛》第

19 辑，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61 页。 

② 熙宁四年元月辛亥，“诏：河东军费不足，其令三司借内藏库

银二十万两付本路，更不令商人入中见钱”。见李焘：《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 219，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5330 页。 

③ 据史载：“皇祐二年，知定州韩琦及河北转运司皆以为言，下

三司议。是时虽改见钱法，而京师积钱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

费，帝又出内藏库钱帛百万以赐三司。久之，入中者浸多，京

师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动弥岁月，至损其直以售于蓄贾

之家。言利者请出内藏库钱稍增价售之，可得遗利五十万缗。

既行，而谏官范镇谓内藏库、榷货务皆领县官，岂有榷货务故

稽商人，而令内藏乘时射利？伤体坏法，莫斯为甚。诏即罢之，

然自此并边虚估之弊复起。”见脱脱：《宋史》卷 184《食货志》，

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4492 页。 

④ 庆历八年，时任定州的韩琦指出，河北路“沿边始废见钱入中，

而以茶、盐、香药、见钱作四税；近里州郡，即依康定二年敕

作三税。由是便籴州军积滞文钞至多，商贾不行，又为富室贱

价收蓄，转取厚利，以至谷价增贵，米斗七百，甚至千钱”。

见韩琦：《安阳集•家传》卷 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据史载：“淳熙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诏封桩库取会子五万贯，

供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使用。二十九日，诏‘封桩库支银六

万两，赴内藏库供纳，充五月一日恭请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使

用’。十二月四日，诏‘封桩库取会子十五万贯，供奉太上皇

帝、太上皇后使用’。淳熙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诏‘封桩库

取会子十五万贯，供奉皇太后。以明堂大礼故也’。九月十九

日，诏‘封桩库支银三万两，赴内藏库交纳，供奉皇太后’。

十二月二十六日，诏‘封桩库取会子十五万贯，供奉皇太后使

用’。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诏‘封桩库支银三万两，赴

内藏库交纳，供奉皇太后使用’。”见徐松：《宋会要辑稿》职

官 27 之 5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 3738 页。 

⑥ 绍熙二年正月十八日，诏封桩库：“自绍熙二年为始，将御前

犒军会子，依淳熙十五年例，每年桩办四十五万贯，分作四季，

各于孟月赴内藏库供纳。”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 52 之 19，

第 7179 页。 
⑦ 有学者即指出，宋代的军费管理思想强调了军费对国家财力的

依赖及影响作用，十分注重纸币制度下由于钞票贬值给军费供

给造成的效率损失，提出了用减少发行或回收纸币等方法来规

避这些市场风险。见张远：《宋代的军费管理思想》，《南京政

治学院学报》1995 年第 4 期，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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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cang finance and the military politics of the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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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domestic trouble and foreign invasion, military 

politics became the political direc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government. Under such a political direction, the strong 

reserve of Neicang finance and its systematic military expenditure impl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military politics, which 

leads to the loss of wealth and profit, hence becoming the negative phenomenon of Neicang financial expenditure. 

Neicang finance bears military finance as its positioning role, its deficit involves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the Song 

Dynasty, its financial capacity moved down yet lent its active support to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Planning,. and 

financial interest often gave way to the subject of military finance. Neicang financce, established in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Song Dynasty, became an important pillar of the military finance of the Song Dynasty, whose 

financial role was more stained with the political style, and whose rise and fall, and ups and downs signified the 

variations of the nation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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